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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治理与国内冲突∗

———基于信号博弈模型的实证检验

桂晓书　 吕蕙伊

　 　 【内容提要】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进步, 关于其如何影响国家安全治理的研

究日益增多。 然而, 对于为何有些政府的信息治理措施能有效缓解国内抗争与冲突,

而另一些却适得其反, 仍是一个有待充分讨论的问题。 有别于聚焦于单一案例或特

定类型国家的既有研究, 作者从宏观层面探究信息治理措施影响国内冲突风险的内

在机制, 基于信息不对称的框架构建了一个信号博弈模型, 旨在阐明政府如何战略

性地运用信息治理措施向潜在挑战者发出威慑信号。 该模型发现, 成本考量与政府

实力是决定治理效果的关键: 成本的增加会降低政府实施信息治理措施的可能性;

而在相同的治理成本下, 随着政府实力的削弱, 信息治理作为威慑信号的功效会大

打折扣, 难以有效塑造政府强大的形象, 反而可能加剧国内抗争与冲突爆发的风险。

运用 2016—2020 年的跨国月度面板数据对理论假说进行实证检验后发现, 统计结果

显示, 治理成本越高, 政府采取信息治理措施的可能性越低。 作为旨在抑制国内冲

突的一种潜在手段, 信息治理措施的有效性严格受限于政府实力的强大和政权的稳

固性; 而在政府实力较弱的国家, 该措施非但不能遏制国内抗争与冲突, 反而显著

促进了此类事件的频发, 这一负面效应在稳健性检验中依然保持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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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正在深刻重构国家治理的权力架构。 互联网的广泛普及

既显著地增强了民众的政治表达与集体行动能力,① 也提升了国家的信息能力与治

理水平。② 在数字时代, 政府与民众围绕信息流动边界展开的博弈已成为各国政治

生活的重要特征。 在此背景下, 众多政府将信息治理措施视为应对舆论风波、 维

护社会秩序和巩固自身权威的重要手段。 例如, 近年来英国和法国等国通过立法

赋予了政府在网络空间打击虚假信息的合法权力。 此举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

也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于言论自由边界的深刻反思与广泛争论。③ 2024 年 7 月, 为

平息国内愈演愈烈的大规模反政府抗议活动, 孟加拉国政府采取了切断移动网

络、 暂停宽带服务及限制社交媒体访问等措施, 深刻影响了全国范围内约 1. 7 亿

民众的生活, 突显政府在维护社会秩序与回应民众诉求之间所面临的复杂权衡与

挑战。④

既有信息治理研究主要集中于如何借助数字技术提升公共服务质量与政府响应

效率, 从而增强国家治理能力。⑤ 本文则聚焦于信息治理的另一重要维度, 即通过

对信息内容及其传播渠道的管理, 以维护社会稳定与政治秩序。⑥ 随着数字技术的

飞速发展, 信息治理的效能已远超人工和传统通信手段所能及, 不仅覆盖范围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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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 还在识别并应对潜在社会稳定风险上展现出更高的精确度和效率。①

学界对信息治理的政治效应已展开广泛研究,② 但对其能否有效遏制国内冲突

的爆发尚未形成共识。 一类观点认为, 数字技术增强了政府精准识别反对派③并预

测其潜在风险的能力。 通过干预反对派的信息传播途径和组织动员渠道, 政府的信

息治理措施能显著提升反对派组织集体行动的难度, 进而有助于降低国内冲突爆发

的风险。 例如, 部分拉美国家的案例表明关停反对派网络平台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弱

其抗争活动频次和冲突的激烈程度。④ 但另一类观点指出, 信息治理影响国内冲突

的作用机制可能更为复杂, 且存在意外触发 “逆火效应 ( backfire effect) ” 的风

险。⑤ 许多中东和非洲国家对媒体和互联网实施的管制措施不仅未能有效缓解国内

社会动荡, 反而加剧了矛盾, 激发了更大规模的冲突浪潮。⑥ 这些案例彰显了信息

治理效应的两面性———既可能作为抑制国内冲突的有效手段, 也可能在不当使用下

成为触发和加剧冲突的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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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 关于信息治理措施的最终作用方向及其复杂的影响路径尚待更加全面

和深入的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来加以澄清和验证。 现实中, 尽管政府采取了相似

的信息治理措施, 但反对派在面对政府信息治理措施时, 其应对方式存在明显差

异, 有时保持克制, 有时则发起抗争并引发激烈冲突。 由此引出一个关键问题:

反对派对政府信息治理措施的应对策略为何存在差异? 信息治理措施如何影响国

内冲突的爆发?

对此, 既有解释框架主要聚焦于信息治理措施对国内冲突的直接效应, 主要

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信息治理措施能通过削弱反抗势力的集体行动能力有效降低

国内冲突爆发的风险; 二是信息治理措施可能会引发 “逆火效应” , 直接加剧国内

冲突爆发的可能性。 然而, 这一框架忽视了信息治理措施作为一种政府传达的信

号, 能够间接地通过改变反对派对政府实力和决心的认知与评估来塑造其后续的

抗争策略。 深入剖析这一间接效应具有重要意义, 因为在信息不对称的现实政治

环境中, 反对派往往难以直接洞察政府的真实实力, 需要依据政府的某些行为进

行揣测。 理论上, 作为政府调节信息流动的战略性行动, 信息治理本身便是政府

能力的重要载体。① 然而, 关于反对派如何解读由信息治理措施传递出政府实力的

信号, 并据此调整自身应对决策的过程, 学界对此议题并未进行充分的理论探讨。

为此, 本文构建了一个以信息治理措施为核心的信号博弈模型, 重点关注的是

政府与反对派间复杂的互动关系, 并进一步阐释这种动态交互如何影响国内冲突的

爆发。 有别于聚焦直接效应的传统视角, 本文将信息治理措施视为一种传达政府实

力与战略意图的信号, 并通过博弈论探究这一机制如何影响反对派的认知与抗争决

策。 基于对参数条件与均衡结果的系统分析, 本文揭示了完美信号、 虚张声势、 互

相试探和信号失效四种可能的均衡状态, 并剖析了每种均衡的形成条件及其背后的

政治意涵。 本文指出, 成本考量与政府实力是决定治理效果的关键。 成本的增加会

降低政府实施信息治理措施的可能性, 而随着政府实力的削弱, 信息治理措施作为

一种威慑信号, 其功效会大打折扣, 难以有效塑造政府强大的形象, 反而可能加剧

国内冲突爆发的风险。 为检验上述理论, 本文构建了一个跨国面板数据, 在全球层

面捕捉信息治理措施对国内冲突爆发的动态影响。 统计结果显示, 治理成本越高,

政府采取信息治理措施的可能性越低。 作为旨在抑制国内冲突的一种潜在手段,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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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治理措施的有效性严格受限于政府实力是否强大; 在政府实力较弱的国家, 该措

施非但不能遏制国内抗争与冲突, 反而增加了冲突爆发的可能性。

二、 既有研究回顾

数字技术通过赋权社会和赋能国家的双重路径, 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深刻重塑了

国家治理的权力边界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和互动模式。① 一方面, 数字平台作为

新兴媒介, 极大拓宽了民众表达意愿和组织集体行动的渠道。 互联网的普及和社交

媒体的兴起不仅明显降低了民众政治参与的门槛与成本, 还显著增强了反对派的组

织效率与动员能力。 这种技术赋权的现象在全球范围内日益增长的冲突事件中得到

了鲜明体现。② 另一方面, 技术进步为政府治理尤其是信息治理带来了革命性的变

化。 政府可以利用舆情分析等更丰富的形式开展信息领域的深度治理, 以提高治理

效能和稳定社会秩序。③ 学界普遍认为, 围绕信息流动展开的国家—社会互动不仅

是衡量现代政府治理成效的重要标尺, 还深刻影响着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④ 然而,

目前学界对信息治理能否有效降低国内冲突爆发以及哪些因素会影响其缓解冲突的

效果等方面仍有争论。

首先, 学界在信息治理措施能否有效缓和国内冲突爆发这一问题上存在明显分

歧。 一些研究指出, 政府实施的信息治理措施能够抑制反对派的暴力抗争倾向, 并

明显降低国内冲突爆发的风险。 这些措施增强了政府精准识别反对派领导层与核心

成员的身份、 位置和活动计划等关键信息的能力, 同时也提高了情报获取效率,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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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奇琦、 隋晓周: 《数字政治学的未来图景与现实展开》 , 载 《政治学评论》 , 2023 年第 1 期, 第 65—
87 页; 李舒: 《互联网极端风险防范与大国博弈》 , 载 《同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 2022 年第 4 期,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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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能够在抗争活动尚未全面展开时实施精准的预防性打击, 有效遏制抗争与冲突的

爆发。① 威廉·马克恰克 (William R. Marczak) 等基于 2010—2013 年的网络数据分

析发现, 巴林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中东国家采取一系列多元的信息治理措施, 成

功实现了对国内反叛组织的精准定位与高效打击, 显著削弱了其活动能力和影响力,

有效遏制了抗争活动在短期内的扩散, 降低了冲突升级的风险。② 此外, 从集体行

动理论的资源动员角度, 研究者发现信息治理措施可通过切断潜在参与者的信息获

取渠道, 削弱反对派对局势的评估以及对行动策略的共识构建, 从根本上阻碍抗争

活动的有效组织与动员。 例如, 对中东和非洲一些国家的研究表明, 加强对互联网

和社交媒体的监管能够有效削弱反对派的在线动员能力, 迫使其转向传统的线下沟

通方式, 从而显著延缓国内冲突在空间上的扩散速度。③

还有一些研究则指出, 信息治理措施可能会进一步激化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矛盾

并加剧国内冲突爆发的风险。 如纳维德·哈桑普尔 (Navid Hassanpour) 认为, 埃及

政府切断互联网和手机信号的做法不仅没有阻止反对派的政治动员, 反而激化了民

众情绪, 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大量的冲突事件, 最终成为推翻政府的关键力量。④

除经验证据外, 还有学者从规范角度对信息治理措施的正当性提出质疑, 指出过度

限制信息流通从长远角度也不利于维护社会秩序与政权稳定。⑤ 这些研究发现信息

治理措施对缓解冲突存在反效果的可能, 相关措施虽然出于维护稳定的目的, 但很

有可能会不受控地成为国内冲突的 “催化剂” 和 “导火索”。

其次, 既有研究涉及政府信息治理措施能否有效缓解国内冲突爆发的争论主要

聚焦于三个层面。 第一, 不同的治理措施及其力度对冲突产生的影响大相径庭。 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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妮弗·厄尔 ( Jennifer Earl) 和杰茜卡·拜尔 ( Jessica Beyer) 指出, 过于高调且突

如其来的信息治理措施可能促使数字领域内活跃的个人与社群将线上的不满情绪转

化为线下的抗议活动, 进而加剧国内冲突爆发的风险。① 当信息治理措施走向极端,

严重扰乱民众正常生活秩序时 (如全面中断互联网与移动通信服务), 可能会引发

更为激烈的冲突反应。 有学者发现, 2016—2018 年, 印度地方政府为预防冲突采取

了互联网中断措施, 反而导致暴力冲突事件的显著增加。② 值得注意的是, 限制访

问特定社交媒体平台、 在局部区域内暂时中断互联网或限制网速等较为温和的信息

治理措施对冲突的影响在不同国家间表现出明显的差异。③ 因此, 信息治理措施在

可见性、 持续性和强度上的差异深刻影响着反对派和民众的应对策略及冲突爆发

的可能性。

第二, 信息治理措施在抑制冲突效果上的异质性主要体现在其对不同社会群体

的差异化影响上。 相同的治理措施对不同的群体可能会产生迥异的影响, 促使他们

采取不同的冲突策略。 例如, 直接针对反对派的治理措施虽然可以暂时压制其抗争

活动, 但可能会激发旁观者的同情与支持。④ 因此, 需要更加细致地区分信息治理

措施对反对派和普通民众产生的不同影响, 进而探究这些影响如何作用于冲突的爆

发与后续发展。

第三, 信息治理措施在抑制冲突方面的成效深受多重情境因素的影响。 尼尔

斯·韦德曼 (Nils B. Weidmann) 和埃斯彭·勒德 ( Espen G. Rød) 的研究发现, 尽

管信息治理措施能够显著降低冲突爆发的风险, 但若在冲突爆发后才采取此类措施,

则可能适得其反, 出现冲突激化的态势。⑤ 还有研究者指出, 互联网中断后初期往

往伴随着抗议活动和暴力冲突的急剧上升, 但随着时间推移, 数字通信和协调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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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瘫痪能够遏制冲突蔓延。① 哈桑普尔则强调, 在人口密集的城市区域, 即便通信

媒介被切断, 人们仍能较为便利地通过面对面交流维持一定的沟通效率, 这为反对

派提供了便捷的动员途径。② 相反, 在偏远地区, 由于替代通信方式的匮乏与低效,

破坏通信基础设施可能会有效地降低冲突爆发的可能性。③ 由此可见, 信息治理措

施的实施时机、 持续时间以及地理位置等因素均会影响冲突的效果。

综上, 不同研究因在样本选择和分析层次上的差异而得出相悖的结论。 既有研

究大多聚焦于单一国家的个案分析, 且将对象放在那些处于 “民主转型” 动荡期、

冲突频发的国家作为研究蓝本的选择性偏见的问题。 现实中, 在一些国家能够有效

抑制冲突爆发的信息治理措施在另一些国家可能会适得其反。 为更全面深刻地理解

信息治理措施对冲突爆发的影响, 我们亟须从更宏观的理论框架出发并辅以扎实的

实证支持。 然而, 受限于数据可得性以及可靠的信息治理测量方法, 跨国比较研究

仍显稀缺且普遍存在选择性偏见, 未能全面覆盖所有国家与地区。 这些研究往往忽

视了西式民主国家的情况, 从而导致其实证结果具有明显的局限性。④

此外, 学界对于信息治理措施如何影响国内冲突爆发的既有分析视角存在静态

和单向化的局限性。 主流观点往往将信息治理措施视为政府单方面施加于社会的技

术工具, 强调其对反对派集体行动能力和抗争意愿的直接影响, 却忽视了这一手段

同样关键的间接效应: 信息治理措施作为政府能力的一种信号, 能够影响反对派对

政府实力的认知与评估, 进而间接塑造其抗争策略。 信息治理措施之所以能够成为

反映政府实力的信号, 原因在于其顺利实施离不开技术、 设备、 人力资源和制度框

架的全方位支撑,⑤ 且政府在实施信息治理措施后, 还需应对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

响, 包括对社会经济生活造成的扰乱、⑥ 民众对政府信任度与满意度的下降⑦以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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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国际社会和人权组织的谴责等。① 正是鉴于这些不可忽视的成本与代价, 政府能

够选择并成功执行此类信息治理措施, 实际上是对其治理能力与决心的有力证明。②

信息治理措施不仅彰显了政府对信息领域进行监管的强烈意愿, 也更深层次地反映

了其在该领域内施加干预和影响的实质性能力。 然而, 既有研究对反对派如何解读

政府释放的信号并据此调整其行动策略尚未展开充分的理论讨论, 仅仅简单地将信

息治理措施视为政府单向影响社会的工具而忽视了政府与反对派间复杂的博弈全貌。

事实上, 反对派并不总会消极接受信息治理措施, 而是能够积极主动地根据政府释

放的信号调整对局势的理解与应对策略, 展现了极高的策略灵活性与环境适应性。

但既有文献鲜有探讨信息治理措施如何改变反对派对政府实力的认知及其对后续抗争

决策和冲突行为的影响。 考察信息治理效应的既有实证研究也常常忽视政府的实际实

力与其通过信息治理措施刻意塑造和展示出来的实力之间存在一定差距。③

三、 信息治理与国内冲突的信号博弈模型

为深入探究信息治理措施如何塑造反对派对政府实力的认知并进一步评估这一

认知对国内冲突风险的影响, 本文基于不完全信息博弈的理论框架, 结合既有研究

对信号机制的见解, 构建了信息治理—国内冲突的博弈模型。④ 该模型围绕政府与

反对派之间的动态关系展开, 尤其关注政府的信息治理措施与反对派的抗争策略之

间的相互作用, 旨在清晰展现两者间复杂的互动模式及其可能产生的后果。 为更准

确地聚焦于信息治理措施中信号传递的复杂过程, 模型对复杂的现实世界进行了必

要的简化和抽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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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模型设定

在本文博弈模型中存在政府 G 与反对派 O 两个参与方。 政府拥有一项实力指标

θ, 可据此分为强政府 S 与弱政府 W 两类 (即 θ∈ {S, W} ), 用以评估其在面临挑

战时实施有效社会控制及维持政治秩序的能力。 具体而言, 当遭遇反对派时, 强政

府被挑战成功的概率为 π s, 相应地, 其维持统治的概率为1-π s; 而弱政府被挑战成

功的概率为 πw, 维持统治的概率为1-πw。 其中π s<πw, 这意味着挑战强政府成功的

概率低于挑战弱政府。 换言之, 强政府在面临挑战时更可能维持其统治, 我们简单

假定反对派挑战成功的收益为 1, 挑战失败收益为 0。

需要强调的是, 政府的能力类型并非公开信息, N 决定政府的类型, 这一信息

仅政府知晓, 反对派认为政府类型是强政府 S 的先验概率为 p, 是弱政府 W 的先验

概率为 1-p。 政府首先选择实施信息治理措施 IG 或不实施信息治理措施 ~ IG, 为体

现出政府和反对派对信息治理措施的偏好差别, 我们假设政府实施相关措施的政策

收益为UPolicy
G ( IG) = X, 不实施相关措施则享受不到额外的信息优势, 即UPolicy

G ( ~

IG) = 0。 由于信息治理措施会加剧反对派相较于政府的信息劣势, 因此反对派的政

策收益为UPolicy
O ( IG) = -X; 在没有任何信息治理措施的情况下, 反对派没有额外的

信息损失, 即UPolicy
o ( ~ IG) = 0。 当政策收益 X 增大时, 政府和反对派关于信息治理

措施的偏好差距会越来越大。 此外, 政府的能力能够影响信息治理成本。 本文假设

两种类型的政府实施信息治理措施的成本 c 分别为c s和cw, 由于相较于弱政府, 强政

府有更好的基础条件 (如软硬件设备、 技术和人员等) 和制度保障来支持信息治理

措施, 因而实施相关措施的成本更低, 即 c s <cw。① 进一步考虑信息治理措施的成本

与其给政府带来的信息收益之间的关系, 为使信息治理措施成为政府社会控制能力

强的可信信号, 我们假设c s<X<cw。

反对派在观察到政府信息治理措施后选择发起抗争 R 或不发起抗争 ~R。 当其选

择不反抗 ~R 时, 博弈自动结束, 现状得以维持; 当其选择发起抗争 R 时, 则爆发

冲突。 一方面, 信息治理措施本身具有政策收益 X, 即给政府带来更多信息优势;

另一方面, 信息治理措施能在抗争爆发时通过直接干涉信息传播的内容和渠道来增

加组织集体行动的难度, 从而减小抗争行动成功的概率。 由此, 本文进一步假设,

信息治理措施 IG 会在反对派选择反抗 R 时令其获胜的概率减小 α。 因此, 当存在信

息治理措施 IG 时, 反对派在面对强政府与弱政府时反抗成功的概率分别为π s -α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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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为了简化, 本文只聚焦于政府选择是否实施信息治理措施, 并不关注相关措施的严格程度, 实际上可

能存在多种类型的信息治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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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w-α。 如果反对派发起抗争的成本为 k, 为使其抗争决策符合理性选择, 我们假设

π s<k<πw, π s<α<πw以及π s<α+k<πw。①

根据上述模型的描述, 政府和反对派各自都有四种纯策略 ( pure strategy) 可供

选择。② 政府可基于其自身实力和具体形势决定是否实施信息治理措施 IG。 具体来

说, 政府的策略集由四种策略 S 组成: SG = { ( IG | S; IG | W), ( IG | S; ~ IG |

W), ( ~ IG | S; IG | W), ( ~ IG | S; ~ IG | W) }。 在这里, (A | S; B | W) 表示

强政府 S 会采取 A 行动, 弱政府 W 则会采取 B 行动。 同样地, 反对派也有四种纯策

略来回应政府的行动: SO = { (R | IG; R | ~ IG), (R | IG; ~ R | ~ IG), ( ~ R | IG;

R | ~ IG), ( ~ R | IG; ~ R | ~ IG) }。 这个策略集展示了反对派在面对政府不同的

信息治理措施时的复杂决策过程, 也揭示了他们在追求目标时所面临的权衡和考

量。③ 值得注意的是, 除纯策略外, 双方还可以采用混合策略 ( mix strategy) , 即

每个局中人都能以概率 q 采取任一种行动, 从而使情况复杂化, 后文会进一步讨

论这种情况。 在解这个模型时, 本文寻求每个参与者在给定其他参与者信念和策

略的基础上各自寻求最优化的策略这一均衡状态。 本文假设反对派认为, 实施信

息治理措施 IG 的政府为强政府 S 这一信念用条件概率 Pr ( S | IG) 表示。 这个模

型有四种均衡情况, 分别代表四种政府与反对派之间以信息治理措施为信号的互

动模式。

(二) 均衡情况讨论

命题 1: 如果cw≥πw+X, 以下策略和信念组成了一个完美贝叶斯均衡, 即S∗ =

{( IG | S; ~ IG | W), ( ~ R | IG; R | ~ IG) }, Pr ( S | IG) = 1, Pr ( S | ~ IG) =

0。 在这个均衡中, 反对派可通过观察是否存在信息治理措施完全获悉政府的实

力。 实施信息治理措施的就是强政府, 反之就是弱政府; 反对派只在没有信息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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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详见图 1, 有两点问题值得说明: (1) 在不存在信息治理措施时, 若 k>πw , 反对派反抗的成本大于

挑战弱政府的预期收益, 那么他们永远不会选择反抗; 若 k<π s , 即反对派反抗的成本小于反抗强政府带来的

预期收益, 那么他们总是会选择反抗。 ( 2) 当存在信息治理措施时, 同理可知, 若 α+k>πw , 反对派总是会

选择不反抗; 若 α+k<π s , 反对派则总是会选择反抗。 为使反对派的抗争决策符合理性选择的预设, 我们假

定 π s <k<πw和 π s <α+k<πw , 并由此得出 π s <α<πw 。 囿于篇幅, 如需要进一步的附录信息, 请联系作者获取。

纯策略是指在某些条件下一定会采取某一行动。 当 (R | IG) 是一个纯策略时, 是指反对派在面临政

府信息治理措施时一定会选择反抗; 而当其是一个混合策略时, 则代表反对派在政府实施信息治理措施时 q 反

抗存在的概率。
需要注意的是, 这些策略的选择可能还受反对派内部的意见分歧、 外部支持者的态度以及政府对外部

环境的反应等其他因素影响。 在实际情况中, 反对派的行动可能会更加复杂多变, 本文的博弈模型则注重探讨

政府的信息治理措施如何影响反对派是否发起冲突抗争的决策。



图 1　 信息治理措施的信号博弈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理措施时选择反抗, 而在观察到存在信息治理措施时选择不反抗 (即只向弱政府

发起抗争) 。

我们称这是一个 “完美信号” 的均衡, 其核心特质在于政府的行为完全透明地

反映了其实力状况, 没有故作声势或刻意掩藏。 在此均衡中, 政府的信息治理措施

成为一个完美的信号传递机制: 当实力强时, 政府倾向于强化信息治理措施, 当实

力较弱时, 政府放任信息自由流通。 此均衡仅当信息治理措施对弱政府而言成本过

高 (即满足cw>πw+X) 时才成立, 因此其通常不会采取此策略。 这种高昂的成本门

槛使得反对派能够合理推断, 有能力实施信息治理措施的政府必然实力雄厚, 因而

在面对挑战时能够进行强有力的回应。 相反, 若政府允许信息自由流通, 则被视为

实力不足, 可能激发反对派的抗争意愿。 值得注意的是, 在此均衡下的政府行为保

持了高度的透明性和真实性, 构成了一个清晰无误的信号。 尽管这种直接明了的做

法在复杂的博弈环境中较为罕见, 但它正是信息治理措施高成本背景下的独特产物。

然而, 一旦信息治理成本降低至弱政府能够承受的水平, 它们可能会尝试实施信息

治理措施, 这将削弱政府实力信号的清晰度, 增加反对派评估政府实际实力的难度,

进而左右其抗争策略的制定, 最终导致这一均衡状态的瓦解。

命题 2: 当cw<πw+X, cw≥X+α 和 p<
πw-k-α
πw-π s

时, 以下策略和信念组成了一个完

美贝叶斯均衡, 即强政府总是实施信息治理措施, 弱政府实施信息治理措施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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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q =
p ( k+α-π s)

(1-p) (πw-k-α)
; 反对派在观察到没有信息治理措施时总是选择反抗, 在观

察到存在信息治理措施时选择反抗的概率为 r =
πw-cw+X
πw-α

。 在这个均衡中, 反对派在

观察到存 在 信 息 治 理 措 施 时 相 信 此 时 政 府 实 力 强 的 概 率 为 Pr ( S | IG ) =

p
p+q (1-p)

。

我们称这是一个 “相互试探” 的均衡, 其维持的先决条件是弱政府信息的治理

成本较低 ( cw<πw+X) 但仍需跨越一个阈值 ( cw≥X+α), 且强政府出现的概率较小

( p<
πw-k-α
πw-π s

)。 在此均衡状态下, 弱政府有时会以实施信息治理措施的方式营造强

势假象, 试图误导反对派相信政府实力雄厚, 进而遏制其潜在的反抗意愿。 对于反

对派而言, 在观察到政府实施信息治理措施后, 他们会有选择地进行反抗。 换言之,

当弱政府能以较低的成本实施信息治理措施并可能被反对派识破其虚张声势时, 双

方均倾向于采取一种灵活多变的混合策略进行试探。 具体而言, 弱政府会根据时局

权衡是否值得冒险展现出强硬姿态、 伪装成实力强的政府以维持威慑; 而反对派也

会权衡利弊, 评估是否值得冒险通过反抗来揭露政府表面的强硬之下可能隐藏的虚

弱本质。

命题 3: 如果cw<πw+X, p≥
πw-k-α
πw-π s

, 以下策略和信念组成了一个完美贝叶斯均

衡: S∗ = { ( IG | S; IG | W), ( ~ R | IG; R | ~ IG) }, Pr ( S | IG) = p, 以及 Pr

(S | ~ IG) ≤
πw-k
πw-π s

。 在这个均衡中, 当政府实施信息治理措施时, 反对派认为此

时政府实力强的概率为 Pr (S | IG) = p。 政府无论实力强弱, 总是会实施信息治理

措施; 反对派在观察到政府实施相关措施时选择不反抗, 在观察到没有相关措施时

则选择反抗。

我们称这是一个 “虚张声势” 的均衡, 其存在的前提是弱政府能够以足够低的

成本 ( cw<πw + X) 实施信息治理措施, 并且此时政府实力强的概率较大 ( p≥

πw-k-α
πw-π s

)。 鉴于当前情境下强政府出现的可能性较大, 弱政府若采取强硬姿态模仿

强政府的行为, 往往能有效震慑反对派, 使其不敢轻举妄动。 基于反对派的这种认

知与行为模式, 政府坚信反对派在观察到存在信息治理措施时, 无论其真实实力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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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反对派都会选择不抗争。 因此, 政府倾向于持续采取强硬的姿态实施信息治理

措施, 以维持其强势形象。 然而, 一旦政府有所放松不实施信息治理措施, 反对派

便会敏锐捕捉机会发起反击。 为规避这一潜在风险, 对于弱政府而言, 即便需要付

出一定代价来维持表面的强势, 这依然是一个更为稳妥且优选的策略。

命题 4: 如果cw<α+X, p<
πw-k-α
πw-π s

, 以下策略和信念组成了一个完美贝叶斯均衡,

即S∗ = ( IG | S; IG | W), (R | IG; R | ~ IG), Pr (S | IG) = p, Pr (S | ~ IG) ≤

πw-k
πw-π s

。 在这个均衡中, 当政府实施信息治理措施时, 反对派相信此时政府实力强

的概率 Pr (S | IG) = p。 政府无论实力强弱, 总是实施信息治理措施; 反对派无论

是否观察到政府实施相关措施, 均会选择反抗。

我们把这个均衡称为 “信号失效”, 意指信息治理措施不再能够作为有效传达

政府实力强弱的可靠信号。 在此情境下, 弱政府能以极低的成本 ( cw<α+X) 实施信

息治理措施, 它便更加倾向于频繁诉诸此类手段。 这种低成本方式逐渐演化为政府

一种日常的治理手段, 从而不再构成一个能有效体现政府实力强的可靠信号。 因此,

反对派不再单纯依据信息治理措施的实施情况来评估政府的实际能力; 信息治理措

施的威慑力也大打折扣, 不再能直接遏制其反抗意图, 反对派因而可能倾向于寻求

其他途径来评估政府的真正实力。 鉴于此时强政府出现的概率 p<
πw-k-α
πw-π s

本身就比

较低, 因此无论政府是否采取信息治理措施, 反对派均倾向于选择反抗, 以应对其

感知到的政府脆弱性。

以上均衡结果揭示出信息治理措施影响国内抗争和冲突风险的作用路径, 这

一过程受信息治理成本和政府实力两个要素的制约 (见表 1) 。 其中, 治理成本

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弱政府伪装成强政府的难度, 强政府出现的可能性则影响着

反对派对政府实际实力的评估。 在完美信号均衡中, 高昂的治理成本成为塑造

可靠威慑信号的关键, 使反对派将信息治理措施视为强大政府的象征而放弃反

抗意图。 在虚张声势均衡中, 较低的治理成本使弱政府倾向于高调实施相关措

施以震慑反对派。 而信号失效反映出, 若信息治理措施被当作低成本治理工具

频繁使用, 其作为威慑信号的效力会被削弱, 从而激起更多反抗。 互相试探均

衡则表明, 当治理成本处于 “中间地带 ” 时, 政府实力的不确定性会使反对派

和政府的策略更为复杂, 体现出反复试探与动态调试的特点, 增强了双方行为

的难以预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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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四种均衡状态的特征描述

均衡类型 信息治理成本
政府类型为强

政府的可能性

政府是否实施

信息治理措施
反对派回应

完美信号 最高 — 否 选择反抗

互相试探 较低 低 有可能实施 有可能选择反抗

虚张声势 较低 高 是 选择不反抗

信号失效 最低 低 是 选择反抗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注: 表中展示了弱政府的信息治理措施以及反对派基于相关措施的回应。 四种均衡状态下强

政府的信息治理措施及反对派回应情况囿于篇幅未能呈现, 如需相关信息请联系笔者获取。

(三) 治理成本与政府实力对信息治理措施与国内冲突的影响

鉴于强政府实施信息治理措施的成本始终低于其带来的效益, 强政府往往倾

向于实施相关措施。 在强政府行动策略比较稳定的情况下, 本文重点关注弱政府

策略的动态演变。 弱政府是否实施信息治理措施主要受限于治理成本, 这一因素

在图 2 中的横轴上得以体现; 图 2 纵轴则表示政府类型为强政府的概率。 这一二

维空间中的成本—实力差异精准捕捉到了影响政府和反对派之间潜在冲突的两个

因素: 一是对政府实力的主观评估, 二是弱政府实施信息治理措施的成本。 具体

而言, 随着成本的攀升, 弱政府实施信息治理措施的意愿减弱; 相应地, 当反对

派观察到政府没有实施信息治理措施的迹象时, 其反抗意愿会增强。 反之, 如果

政府展现出实力强的迹象, 其实施信息治理措施的动力就会更为强劲, 从而有效

抑制反对派的反抗意愿。

图 2 还揭示了四种均衡背后的含义。 在图 2 的右侧区域, 信息治理成本很高,

甚至超越了政府不干预信息流动、 任由反对派抗争的预期效用, 导致完美信号的均

衡成为主导。 然而, 当信息治理成本降至πw +X 这一关键阈值之下时, 情况就会发

生变化: 在图 2 左上角, 仅有虚张声势这一均衡; 而在图 2 左下方, 则并存信号失

效与互相试探两种均衡。 在互相试探均衡中, 弱政府有时会实施信息治理措施, 其

决策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与之相比, 在另外两种均衡中, 弱政府则始终选择实施信

息治理措施, 尽管其背后的动机各不相同。 在虚张声势均衡中, 由于弱政府被误认

为强政府的概率较大, 它便通过实施信息治理措施模仿强政府的行为, 从而使反对

派因惧怕 “强政府” 的高压措施而不敢轻易反抗。 相反, 在信号失效均衡中, 弱政

府总是选择实施信息治理措施, 是因为此时治理成本足够低, 甚至低于其放任信息

流动时的预期效用。 换言之, 当信息治理成本高于πw +X 这一阈值时, 对弱政府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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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代价太大, 此时其宁愿面对反对派的抗争也不愿意实施信息治理措施。 相反, 如

果成本低于该值, 弱政府虽需付出一定代价, 但尚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假如政府是

强政府的概率较大 ( p>
πw-k-α
πw-π s

), 弱政府始终会模仿强政府实施信息治理措施以震

慑反对派; 假如政府是强政府的概率较小 ( p<
πw-k-α
πw-π s

), 但治理成本极低 ( cw <α+

X) 时, 即便存在被识破的风险, 弱政府仍会实施信息治理措施以最大化其效用;

当信息治理成本较低但仍有一定门槛时 (α+X≤cw<πw+X), 是否实施信息治理措施

对弱政府而言预期效用相当, 因此它们时而实施治理措施时而采取放任策略。

图 2　 基于信息治理成本与政府实力的均衡预测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为验证以上理论发现的现实影响力, 本文提出了可用实证证据检验的研究假说。

两个核心假说分别对应政府实施信息治理措施的决策逻辑以及反对派据此做出抗争

决策的行为机理。

我们首先关注成本对政府信息治理措施的影响。 通过分析由高至低四种不同成

本水平的均衡, 可以清晰地发现这一事实: 随着信息治理成本的下降, 政府更倾向

于实施信息治理措施; 相反, 随着治理成本的上升, 政府实施信息治理措施的可能

性逐渐降低。 本文据此提出假说 1。

假说 1: 信息治理成本的增加会降低政府实施信息治理措施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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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 该假说非常直观且符合常识预期, 并得到了大量研究结果的支持,①

因此我们将主要聚焦于第二个发现, 即政府的信息治理措施如何通过影响反对派对

政府实力的认知来影响其抗争决策。 通过观察图 2 的 y 轴 (代表政府类型为强政府

的概率 p), 可以发现在左侧的三个均衡状态下, 随着 p 值的增加, 即强政府的可能

性变大时 (特别是当 p 值超过阈值
πw-k-α
πw-π s

时), 政府实施的信息治理措施遭到反抗

的可能性会降低。 而在完美信号均衡中, 反对派通过观察政府是否采取信息治理措

施, 就能准确获知政府的实力类型并据此制定抗争策略。 具体而言, 若政府实施信

息治理措施, 则被视为强政府 ( p = 1), 反对派选择不反抗; 若未实施, 则被视为弱

政府 ( p = 0), 反对派选择反抗。 因此, 在完美信号均衡中, 政府实力对反对派抗争

决策的影响与其他三个均衡类似, 即政府实力增强会降低其信息治理措施遭遇反抗的

可能性, 只不过在完美信号均衡中, p 值表现为二元而非连续。 本文据此提出假说 2。

假说 2: 当政府的实力较弱时, 政府实施的信息治理措施更有可能加剧反对派

的抗争, 增加国内冲突的数量; 当政府实力强时, 政府实施的信息治理措施更有可

能削弱反对派的抗争, 降低国内冲突的数量。

四、 实证统计分析

前文的博弈模型揭示了信息治理措施在抑制国内冲突爆发方面的作用, 主要受

信息治理成本以及政府实力的影响。 治理成本决定了政府实施信息管控措施的可能

性, 政府实力则会调节其对国内冲突爆发的影响。 下文将通过实证研究检验该理论

框架的解释力。

(一) 研究设计

1. 数据和因变量

本文基于全球 148 个国家和地区 2016 年 1 月至 2020 年 12 月的月度面板数据,

对信息治理措施如何影响国内冲突进行了实证考察。 选择进行全球范围的跨国研究

主要基于两点考量: 其一, 鉴于近年来全球范围内冲突事件频发且呈上升态势, 探

究提升信息治理在预防国内冲突方面的作用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区别于冲突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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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政府应对 ( responsive) 措施效果评估的既有研究, 本文着重关注信息治理措施作

为预防性 (preventive) 策略的实际效果,① 旨在通过宏观层面的跨国分析描绘出信

息治理措施在预防冲突中的基本作用轮廓。 其二, 纳入全球范围内的国家作为研究

样本, 能够更全面地揭示国家间的差异性以及特定情境因素对信息治理效果的影响。

这种跨国视角不仅能丰富了我们对信息治理措施作用机制的理解, 还能促进了对信

息治理在维护社会稳定和预防冲突方面潜在效能的深入思考。

本文借助 “互联网中断跟踪优化项目 (STOP)”② 和 “民主多样性数据集 (V-

Dem)”③ 两个数据库对假说 1 的因变量信息治理措施进行测量。 其中 STOP 数据集

提供了 2016—2023 年全球互联网关停事件的数据, 包含每次事件的日期、 地点、 持

续时间和影响范围等。 V-Dem 数据集则覆盖了 1993—2023 年各国政府对传统媒体

和互联网的监管情况。 通过整合两个数据集, 本文得到 2016—2023 年各国政府信息

治理措施的面板数据。

假说 2 主要聚焦于探讨信息治理措施对国内冲突爆发频率的影响, 即分析其是

否促使国内冲突抗争事件的增多或减少。 作为这一分析的关键指标, 本文将国内冲

突抗争事件的发生次数作为因变量。 为确保数据的权威性和全面性, 我们依托 “武

装冲突地点与事件数据项目 (ACLED)”④ 和乌普萨拉冲突数据项目 (UCDP) 两大

数据库, 它们广泛收集了各类社会与政治冲突事件, 并进行了系统的时间与地点编

码。 为更细致地剖析信息治理措施对不同类型冲突的具体作用并增强研究发现的稳

健性, 本文细化了因变量的测量方式, 将冲突抗争事件按照暴力程度由低至高划分

为抗议 (protest) 、 暴动骚乱 ( riot) 和武装冲突 ( armed conflict) 等三种类型,⑤ 并

在后续的分析模型中分别就这些不同类型的冲突抗争事件进行讨论, 以期更为全面

地理解信息治理措施在不同冲突情境下的实际效果。

2. 自变量与控制变量

假说 1 中的自变量是政府实施信息治理措施的成本, 由于目前缺乏直接反映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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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的系统可靠的跨国数据, 本文借鉴克里斯廷·艾希霍恩 (Kristin Eichhorn) 和

埃里克·林哈特 (Eric Linhart) 的做法, 采用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

重作为衡量治理成本的一个间接指标。① 理论上, 由于服务业更加依赖于信息的高

效流通与交换, 服务业占 GDP 比重越高的国家, 信息治理措施对经济造成的潜在负

面影响可能越大。②

假说 2 的自变量为政府实施的信息治理措施。 本文选择互联网关停、 媒体内容

治理和互联网内容治理三个指标代表政府的信息治理措施。 其中互联网关停的数据

来自 STOP 数据集, 我们主要构建了两个变量: 一是互联网关停状态的哑变量, 0 代

表某国在某月未出现互联网切断现象, 1 代表发生了互联网关停; 二是互联网关停

次数的连续变量, 即统计某国在某个月内发生的互联网关停事件总数。 此外, 本文

也考虑了政府对媒体与互联网信息内容的治理强度, 相关数据来自 V-Dem 数据集,

我们将原始的连续变量转换成了一个哑变量: 若政府对传统媒体与互联网信息内容

进行常规化监管, 表明其治理力度更严格, 则该变量被编码为 1; 反之, 若政府的

监管行为仅限于在应对特别敏感事件时偶尔使用, 则此变量被赋值为 0, 以示其较

小的治理力度。

假说 2 主要关注政府实力的差异如何调节信息治理措施在国内冲突中的作用,

并预测当政府实力较弱时其信息治理措施将增加国内冲突的数量。 为验证这一假说,

本文采用脆弱国家指数 (FSI) 来衡量政府实力。③ 该指数评估了国家凝聚力、 经济

繁荣、 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状况, 分数越高意味着国家在这些方面表现越糟糕且面

临更高的国家失败 ( state failure) 风险, 因而是评估政府实力的理想工具。 将政权

脆弱程度与信息治理措施的交互作用纳入模型, 我们能直接考察政权脆弱性如何调

节政府信息治理措施对国内冲突的作用。

本文在既有文献基础上选取并控制一系列关键变量。 通过军事人员数量与军事

支出的对数来把握国家军事能力; 同时, 利用人口总数、 人均 GDP 的对数以及互联

网普及率分别控制了人口规模、 经济和信息技术发展水平。 上述变量均来自联合国

世界发展指标 (WDI) 数据库。④ 此外, 政治制度可能会同时影响信息治理措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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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的爆发, 本文也根据 V-Dem 数据库设置了相关变量。 鉴于本文的主要核心因

变量 (互联网关停和不同类型的冲突) 是以日期为单位的数据, 而部分自变量 (如

媒体和网络内容治理的强度、 脆弱国家指数) 以及所有控制变量均为年度数据, 为

融合这两类数据并尽可能地捕捉因变量的变化, 本文采用国家—月为分析单位。 同

时, 考虑到前一时间段的信息治理措施和冲突水平对当前时段可能存在的滞后影响,

我们将因变量的一阶滞后项纳入控制变量, 即控制 t-1 月的信息治理措施和冲突事

件数量。

3. 模型选择

假说 1 选取互联网是否关停、 互联网关停次数、 媒体内容治理力度和互联网内

容治理力度作为因变量, 除互联网关停次数是计数变量外, 其余三个指标均为哑变

量。 因此, 我们对哑变量使用逻辑回归模型 ( logistic regression), 对计数变量使用

负二项回归模型 (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 假说 2 选取抗议、 骚乱和武装冲突

的次数作为因变量, 这些均为计数变量。 由表 2 可知, 它们的均值均小于方差, 表

明数据分布存在过离散 ( overdispersion) 现象, 不满足线性回归模型对正态分布的

基本假定, 因此本文对假说 2 部分负二项回归模型分析。 作为稳健性检验, 本文也

使用了其他模型对其进行估计。

表 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抗议次数 5697 59. 749 171. 441 0 3441

骚乱次数 5697 9. 682 29. 764 0 561

武装冲突次数 5697 0. 016 0. 251 0 8

关停互联网次数 5697 0. 083 0. 788 0 17

关停互联网 5697 0. 028 0. 164 0 1

媒体内容治理力度 5697 0. 335 0. 472 0 1

互联网内容治理力度 5697 0. 371 0. 483 0 1

脆弱国家指数 5697 76. 887 20. 807 14. 627 114

互联网普及率 5502 48. 266 28. 492 1. 880 99. 702

国家人口总数 (对数) 5697 16. 670 1. 473 11. 497 21. 068

国家人均 GDP (对数) 5589 24. 735 1. 799 20. 917 30. 611

国家政治制度 5697 0. 476 0. 223 0. 014 0. 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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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军事支出 (对数) 5697 20. 213 3. 192 0 27. 381

军队人员数量 (对数) 5697 10. 827 1. 805 0. 000 14. 937

服务业占 GDP 比重 5529 52. 189 9. 655 30. 493 87. 421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需要明确指出的是, 本文的数据尤其是控制变量存在一定缺失现象。 鉴于当前

广泛使用的多重差补法和最大似然法等处理缺失数据的策略均基于数据随机缺失的

假定, 而这一假定在本研究中并不成立。 具体而言, 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数据缺失并

非随机产生, 而是源于它们在数据收集与统计能力上的局限性。 因此, 为避免采用

基于随机缺假设的方法可能引入的额外估计偏差, 本文采取表列删除 ( listwise dele-

tion) 的方式来处理缺失数据, 在不满足随机缺失假定时, 这一方法在处理缺失数

据方面处理缺失数据最为有效和稳妥的方式。① 最终, 本文的原始数据覆盖 2016—

2020 年的 148 个国家和地区, 有效观察数为 5502。

(二) 实证分析结果

根据本文的理论预期, 治理成本越高, 政府实施信息治理措施的可能性越低;

当政府实力较弱即脆弱国家指数较高时, 实施信息治理措施会促使国内冲突事件数

量的增加。

1. 主要模型结果

(1) 成本对政府信息治理措施的影响 (假说 1)

表 3 展示了针对假说 1 的实证检验结果。 模型 1、 模型 3 和模型 4 采用了逻辑

回归模型, 其因变量分别对应互联网是否关停、 媒体内容治理力度以及互联网内

容治理力度; 模型 2 则运用了负二项回归模型, 聚焦于互联网关停次数。 模型 1

的结果支持了假说 1, 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 服务行业占 GDP 的比重越高,

该国关停互联网的可能性就越低, 这一结果在 99%的置信区间显著。 模型 2 进一

步巩固了假说 1 的可靠性, 发现当服务行业占 GDP 的比重上升时, 该国互联网关

停的次数也明显更少。 模型 3 和模型 4 考察了成本对媒体和互联网内容治理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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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Paul D. Allison, Missing Data, Sage Publications, 2001, p. 6; Thomas B. Pepinsky, “ A Note on Listwise
Deletion Versus Multiple Imputation,” Political Analysis, Vol. 26, No. 4, 2018, pp. 480-488; 苏若林: 《国内危机

烈度与冲突对象选择》 , 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 , 2021 年第 8 期, 第 84—105 页。



的影响。 结果显示, 服务行业占 GDP 的比重对媒体内容治理的力度并无显著影

响。 然而, 当服务行业占 GDP 的比重上升时, 该国倾向于采取更为宽松的互联网

内容治理措施的可能性显著增加。 这可能是由于服务业企业越来越依赖于互联网

进行市场推广、 业务运营和客户服务, 而传统媒体对服务业的影响程度相对较

低。① 综上, 实证结果支持了假说 1, 即信息治理的成本与政府采取信息治理措

施的可能性呈负相关。 换言之, 信息治理成本越高, 政府采取此类措施的可能性

越低。

表 3　 成本对信息治理措施的影响

解释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互联网关停
互联网关停

次数

媒体内容

治理力度

互联网内容

治理力度

服务行业占 GDP 比重
-0. 069

(0. 017) ∗∗∗

-0. 071
(0. 017) ∗∗∗

-0. 007
(0. 006)

-0. 019
(0. 005) ∗∗∗

军队人员数量 (对数)
0. 349

(0. 122) ∗∗∗

0. 334
(0. 123) ∗∗∗

-0. 165
(0. 076) ∗∗

-0. 522
(0. 079) ∗∗∗

军事支出占 GDP 比重
0. 940

(0. 172) ∗∗∗

1. 057
(0. 180) ∗∗∗

0. 324
(0. 089) ∗∗∗

1. 235
(0. 094) ∗∗∗

国家人口总数 (对数)
1. 021

(0. 275) ∗∗∗

1. 705
(0. 304) ∗∗∗

0. 968
(0. 134) ∗∗∗

1. 020
(0. 169) ∗∗∗

国家人均 GDP (对数)
-1. 159

(0. 280) ∗∗∗

-1. 759
(0. 294) ∗∗∗

-0. 599
(0. 132) ∗∗∗

-1. 217
(0. 170) ∗∗∗

国家政体类型
0. 826

(0. 578)
0. 840

(0. 555)
-19. 140

(0. 760) ∗∗∗

-13. 152
(0. 491) ∗∗∗

互联网普及率
-0. 015

(0. 008) ∗

0. 001
(0. 007)

0. 011
(0. 005) ∗∗

0. 003
(0. 005)

脆弱国家指数
0. 002

(0. 013)
-0. 005
(0. 013)

-0. 047
(0. 006) ∗∗∗

-0. 007
(0.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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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James Manyika and Charles Roxburgh, “ The Great Transformer: The Impact of the Internet on Economic
Growth and Prosperity,”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Report, 2011, pp.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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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

解释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互联网关停
互联网关停

次数

媒体内容

治理力度

互联网内容

治理力度

常数项
-12. 938

(2. 897) ∗∗∗

-12. 092
(2. 854) ∗∗∗

4. 149
(1. 384) ∗∗∗

-0. 524
(1. 017)

lnalpha
-0. 189
(0. 297)

样本量 5145 5145 5145 5145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注: ∗p<0. 1, ∗∗p<0. 05, ∗∗∗p<0. 01。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2) 政府实力如何调节信息治理措施对国内冲突爆发的影响 (假说 2)

表 4 展示了针对假说 2 进行验证的结果, 其中因变量为抗议次数。 所有模型

均控制了前一个月该国的冲突水平。 模型 5 的核心自变量为互联网关停状况, 其

回归系数为负, 且在 99%的置信区间显著, 说明在控制其他因素后, 互联网关停

在短期内降低了抗议的发生频率。 然而, 我们更关注的是政府实力如何调节信息

治理对冲突抗争的影响, 即具体的信息治理措施与脆弱国家指数的交互作用。 我

们发现这一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正, 且在 99%的置信区间显著。 这意味着在同等

条件下, 当国家能力弱时关停互联网不但不能有效抑制抗议活动, 反而显著增加

了抗议活动的数量。 这一结果表明, 信息治理措施对国内冲突的作用受政府实力

差异的影响, 弱政府的信息治理措施适得其反, 可能会激发更多抗争和冲突, 从

而验证了假说 2。

为确保上述发现并非由自变量的测量误差导致, 我们替换了模型 5 中的核心解

释变量 (互联网关停的哑变量)。 模型 6、 模型 7 和模型 8 分别采用互联网关停次

数、 对传统媒体及互联网的内容治理力度作为自变量的替换测量。 结果显示, 这三

个新变量与脆弱国家指数的交互项均呈正相关, 且除了模型 7 的交互项系数在 95%

的置信区间显著外, 其他的均在 99%置信区间显著。 这一发现巩固了模型 5 结论的

稳健性, 表明在政府实力薄弱的背景下, 无论选择何种形式的信息治理措施, 均会

加剧冲突抗争态势, 并导致抗议次数的显著增加。

基于模型 5 和模型 7 的结果, 本文分别预测了互联网关停以及政府对媒体的内

容治理如何影响国内冲突水平, 并聚焦政府实力差异对此影响的调节效果, 具体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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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如图 3 所示。 在图 3a 中, 基于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 模型预测当政府实力

强、 脆弱国家指数低于 90 时, 关停互联网较之于保持互联网畅通, 能显著减少抗议

活动的次数。 反之, 当政府实力较弱、 脆弱国家指数攀升至 90 及以上时, 关停互联

网的举措不但无法抑制抗议, 反而显著增加了抗议活动的数量, 并且这种加剧效应

随着政府实力的削弱 (即脆弱国家指数的上升) 而进一步增强。 这意味着作为一种

潜在的抑制国内冲突的手段, 切断互联网的有效性严格受限于政府实力的强大和国

家政权的稳固。 然而, 在国家能力薄弱且面临国家崩溃高风险的环境下, 切断互联

网非但不能平息冲突, 反而会显著加剧国内的抗争活动和冲突态势。 图 3b 进一步揭

示了媒体内容治理力度与抗议活动之间的类似趋势: 当政府实力较弱、 脆弱国家指

数大约超过 80 时, 高强度的媒体内容治理不仅无法抑制抗议, 反而会促使抗议活动

数量显著增加, 且这种增加的趋势随着政府实力的削弱而加剧。 综合这两点可以发

现, 信息治理措施 (包括切断互联网和高强度的媒体内容治理) 在抑制国内冲突方

面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依赖于政府实力的强大与政权的稳固。 一旦政府实力薄弱, 面

临国家失败的风险, 这些信息治理措施不但起不到预防冲突的作用, 反而会显著加

剧国内的抗争活动和冲突水平。 这一结论为假说 2 提供了有力支持。

表 4　 负二项回归模型结果: 信息治理措施对国内冲突的影响 (因变量: 抗议次数)

解释变量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抗议次数 (上个月)
0. 006

(0. 000) ∗∗∗

0. 006
(0. 000) ∗∗∗

0. 006
(0. 000) ∗∗∗

0. 006
(0. 000) ∗∗∗

脆弱国家指数
0. 020

(0. 002) ∗∗∗

0. 019
(0. 002) ∗∗∗

0. 019
(0. 002) ∗∗∗

0. 019
(0. 002) ∗∗∗

互联网关停
-2. 637

(0. 684) ∗∗∗

互联网关停

∗脆弱国家指数

0. 030
(0. 008) ∗∗∗

互联网关停次数
-1. 765

(0. 319) ∗∗∗

互联网关停次数

∗脆弱国家指数

0. 020
(0. 0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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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

解释变量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媒体内容治理力度
-0. 648

(0. 245) ∗∗∗

媒体内容治理力度

∗脆弱国家指数

0. 006
(0. 003) ∗∗

互联网内容治理力度
-0. 922

(0. 247) ∗∗∗

互联网内容治理力度

∗脆弱国家指数

0. 010
(0. 003) ∗∗∗

军队人员数量 (对数)
0. 282

(0. 019) ∗∗∗

0. 276
(0. 019) ∗∗∗

0. 285
(0. 019) ∗∗∗

0. 281
(0. 019) ∗∗∗

军事支出占 GDP 比重
-0. 043

(0. 004) ∗∗∗

-0. 043
(0. 004) ∗∗∗

-0. 044
(0. 004) ∗∗∗

-0. 043
(0. 004) ∗∗∗

国家人口总数 (对数)
0. 126

(0. 044) ∗∗∗

0. 144
(0. 044) ∗∗∗

0. 118
(0. 044) ∗∗∗

0. 115
(0. 044) ∗∗∗

国家人均 GDP (对数)
0. 034

(0. 040)
0. 019

(0. 040)
0. 046

(0. 041)
0. 043

(0. 041)

国家政体类型
0. 857

(0. 123) ∗∗∗

0. 841
(0. 121) ∗∗∗

0. 468
(0. 162) ∗∗∗

0. 685
(0. 143) ∗∗∗

互联网普及率
0. 032

(0. 002) ∗∗∗

0. 031
(0. 002) ∗∗∗

0. 032
(0. 002) ∗∗∗

0. 033
(0. 002) ∗∗∗

常数项
-5. 909

(0. 489) ∗∗∗

-5. 684
(0. 491) ∗∗∗

-5. 781
(0. 514) ∗∗∗

-5. 868
(0. 503) ∗∗∗

样本量 5169 5169 5169 5169

Wald chi2 (df) 4459. 73 (10) 4491. 29 (10) 4389. 65 (10) 4313. 97 (10)

Prob>chi2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Pseudo R2 0. 1257 0. 1272 0. 1255 0. 1256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注: ∗p<0. 1; ∗∗p<0. 05; ∗∗∗p<0. 01。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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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变量的预测边际效应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注: 图中圆形或三角形代表估测系数, 线段为 95%的置信区间。 图 3a 根据模型 5 展示

了政府实力在互联网关停对抗议次数影响方面的调节效用, 图 3b 根据模型 7 展示了政府实

力在媒体内容治理力度对抗议次数影响方面的调节作用。

本文使用骚乱与武装冲突次数作为因变量的替换测量, 同时沿用与表 4 完全

相同的自变量和控制变量, 重新估计了表 4 中的所有模型。① 为了直观展示关键发

现, 图 4 描绘了这些模型核心交互项的回归系数, 其中每个点代表回归系数, 线

段为 95%置信区间, 虚线为零线。 若置信区间与零线相交, 则表示估测结果在

0. 05 层次统计上不显著; 若置信区间完全位于零线一侧, 则表明在 0. 05 层次统

计上显著。 估测结果显示, 除图 4b 中的最后一个模型外, 所有核心自变量与脆弱

国家指数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均呈显著正相关 ( 95%置信区间) 。 这一发现揭示了

在弱政权的环境下, 政府实施的信息治理措施会显著增加该国的骚乱与武装冲突

次数。 此结论与表 4 的结果一致, 因而可以认为核心交互项的效应并不是虚假相

关的影响。

2. 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讨论

为确保本文核心发现的稳健性, 我们还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

第一, 在探讨信息治理措施和冲突爆发之间的复杂关系时, 我们需要警惕逆向

因果和选择性偏差的可能。 具体而言, 政府实施的信息治理措施可能并非反对派抗

争的原因, 而是其在冲突爆发后的应对策略。 因此存在一种竞争性解释: 抗争和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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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政府实力在不同信息治理措施情况下对国内冲突水平影响的调节效用分析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注: 图中点代表估测系数, 线段为 95%的置信区间, 图 4a 体现了政府实力在不同信息

治理措施 (互联网关停、 媒体和互联网内容治理力度) 对骚乱次数影响方面的调节效用; 图

4b 则反映了政府实力在不同信息治理措施对武装冲突次数影响方面的调节作用。

突事件促使政府采取更为严格的信息治理措施以平息矛盾、 缓解紧张局势。 特别是

冲突频发的弱政府更倾向于加强信息治理措施以抑制冲突升级。 为此, 我们在所有

模型中均控制了前一个月的冲突水平。 此外, 为明确冲突与信息治理措施的时间先

后顺序, 我们在所有模型中均采用了前一个月的自变量数据, 以确保冲突发生在信

息治理措施之后。 结果显示, 前一个月的信息治理措施与政府实力交互项的回归系

数为正, 且在 99%的置信区间显著, 这进一步排除了虚假相关的疑虑, 增强了交互

项解释力的可信度。①

我们进一步使用双变量 probit 模型来探讨可能存在的选择性偏差问题。 由于该

模型的两阶段方程均要求因变量为哑变量, 我们对部分变量进行了重新编码处理。

表 5 展示了该模型估计的结果。 在模型 1 至模型 3 中, 第一阶段的因变量均为是否

发生了互联网关停事件, 第二阶段的因变量则分别为是否发生了抗议、 骚乱和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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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事件。 模型 1 与模型 2 的结果进一步支持了本文的两个理论假说, 但模型 3 的

结果并不显著。 值得注意的是, 尽管这三个模型中两个方程的相关性均为正, 但在

90%的置信区间不显著, 这意味着两个方程之间的相关性并不显著, 因此可以分别

运行两个独立的模型。 这实际上与本文主模型的处理方式相吻合, 即分别对假说 1

和假说 2 进行回归分析, 进一步加强了我们对主模型结果可靠性的信心。

表 5　 双变量 Probit 模型结果

解释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因变量是否

发生断网

因变量是否

发生抗议

因变量是否

发生断网

因变量是否

发生骚乱

因变量是否

发生断网

因变量是否

发生暴力冲突

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

-0. 080
(0. 031) ∗∗∗

-0. 082
(0. 031) ∗∗∗

-0. 080
(0. 032) ∗∗

冲突水平 (上个月)
1. 045

(0. 077) ∗∗∗

1. 110
(0. 045) ∗∗∗

0. 654
(0. 354) ∗

互联网关停
1. 326

(1. 187)
-47. 546

(13. 118) ∗∗∗

-5. 293
(1. 114) ∗∗∗

脆弱国家指数
0. 018

(0. 020)
0. 024

(0. 004) ∗∗∗

0. 017
(0. 020)

0. 020
(0. 002) ∗∗∗

0. 020
(0. 020)

0. 007
(0. 007)

互联网关停

∗脆弱国家指数

0. 029
(0. 014) ∗∗

0. 636
(0. 171) ∗∗∗

0. 014
(0. 012)

军队人员数量

(对数)
0. 378

(0. 244)
0. 598

(0. 052) ∗∗∗

0. 405
(0. 247)

-0. 040
(0. 026)

0. 359
(0. 255)

0. 020
(0. 088)

军事支出占 GDP
比重

0. 769
(0. 317) ∗∗

-0. 297
(0. 078) ∗∗∗

0. 768
(0. 320) ∗∗

-0. 029
(0. 009) ∗∗∗

0. 789
(0. 322) ∗∗

0. 223
(0. 098) ∗∗

国家人口总数

(对数)
1. 283

(0. 308) ∗∗∗

-0. 332
(0. 095) ∗∗∗

1. 261
(0. 306) ∗∗∗

0. 343
(0. 054) ∗∗∗

1. 297
(0. 309) ∗∗∗

0. 088
(0. 168)

国家人均 GDP
(对数)

-1. 232
(0. 282) ∗∗∗

0. 286
(0. 118) ∗∗

-1. 236
(0. 278) ∗∗∗

-0. 060
(0. 046)

-1. 238
(0. 283) ∗∗∗

-0. 157
(0. 170)

政治制度
1. 823

(0. 886) ∗∗

2. 683
(0. 254) ∗∗∗

1. 799
(0. 885) ∗∗

1. 298
(0. 129) ∗∗∗

1. 873
(0. 913) ∗∗

-0. 437
(0. 405)

互联网普及率
0. 013

(0. 008)
0. 013

(0. 003) ∗∗∗

0. 012
(0. 008)

0. 011
(0. 002) ∗∗∗

0. 013
(0. 008) ∗

-0. 008
(0. 006)

常数
-14. 653

(4. 699) ∗∗∗

-4. 756
(0. 893) ∗∗∗

-14. 308
(4. 524) ∗∗∗

-5. 986
(0. 536) ∗∗∗

-15. 171
(4. 729) ∗∗∗

-5. 075
(1. 1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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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

解释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因变量是否

发生断网

因变量是否

发生抗议

因变量是否

发生断网

因变量是否

发生骚乱

因变量是否

发生断网

因变量是否

发生暴力冲突

athrho
0. 089

(0. 170)
0. 155

(0. 222)
0. 274

(0. 220)

样本量 5145 5145 5145

　 　 注: ∗p<0. 1; ∗∗p<0. 05; ∗∗∗p<0. 01。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第二, 考虑到负二项回归模型的局限性, 我们采取了多元化的模型策略以进行

更为精准的估计。 假说 2 因变量中零值占据相当大的比重,① 表现出显著的 “零膨

胀” 特征。 针对这一特性, 我们选用了零膨胀负二项回归 ( zero-inflated negative bi-

nomial regression) 模型, 将数据中零值的产生和冲突抗争事件的出现视为两个独立

的过程, 分开进行建模分析。 其结果与负二项回归模型的结果非常接近, 因此进一

步支持了假说 2。②

第三, 我们还对假说 2 的因变量进行了对数变换处理, 改变其分布形态, 使

其能够利用广义线性模型 ( GLM) 框架下的泊松拟最大似然估计值 ( QMLE) 。

“长期以来, 人们已经认识到泊松分布假设对因变量的条件矩 ( conditional mo-

ments) 施加了限制, 而这些限制尤其是条件方差与均值相等这一限制在实际应用

中常常被违反。”③ 杰弗里·伍德里奇 ( Jeffrey M. Wooldridge) 指出, 泊松回归能在

任何方差均值比 (variance-mean ratio) 条件下产生一致的均值参数估计。 这一对方

差均值之间关系的宽松假设, 被称为 “泊松广义线性模型方差假设”, 并广泛存在

于广义线性模型的应用中。④ 泊松广义线性模型的结果与本文主模型结果接近, 其

回归系数的估计值比负二项回归模型的结果更小, 标准误也更小, 进一步支持了假

说 2。⑤

综上, 既有实证研究通常指出信息治理措施对国内冲突抗争具有双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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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暴力冲突、 骚乱和抗议次数中零值分别占比 99%、 29%和 9%。
如需要具体结果, 请联系作者获取。
Jeffrey M. Wooldridge, Econometric Analysis of Cross Section and Panel Data, The MIT Press, 2010, pp. 502-

517.
Jeffrey M. Wooldridge, Econometric Analysis of Cross Section and Panel Data, pp. 502-517.
如需要具体结果, 请联系作者获取。



既可能加剧冲突, 也可能抑制冲突发生。① 本文则基于信号博弈模型分析了信息治

理措施对国内冲突爆发影响的方向和大小如何受到政府实力强弱的调节。 具体而言,

当政府实力强的可能性大 (脆弱国家指数低) 时, 信息治理措施往往会被反对派视

为政府强势的信号和象征, 从而抑制了它们发起抗争的意愿; 相反, 当政府实力强

的可能性较小 (脆弱国家指数高) 时, 反对派在观察到存在信息治理措施后, 评估

政府实力强且能有效镇压其抗争的可能性较低, 因此更倾向于发起反抗。 这一发现

揭示了信息治理措施与国内冲突之间关系的复杂性, 并强调了政府实力在其中的关

键调节作用。

五、 结论

本文基于 2016—2020 年覆盖 148 个国家和地区的月度面板数据分析了治理成本

与政府实力如何影响信息治理措施的效果, 并特别强调了政府实力在这一过程中的

调节作用。 研究发现, 随着政府实力的削弱, 信息治理措施在遏制冲突方面的效果

不断下降; 尤为重要的是, 在政权脆弱的情境下, 此类措施不但不能缓和冲突态势,

反而会在短期内触发更多的抗争活动, 从而加剧国内冲突的风险。 需要注意的是,

受限于数据可得性和本文的研究设计, 我们只估计了这种短期影响, 因此上述结果

与相关研究发现的信息治理措施的长期影响并不矛盾。② 此外, 由于本文采用的是

单阶信号博弈模型, 该模型的一个固有局限是没有系统地将历史博弈行动信息纳入

考量。 因此, 本文的实证结果主要揭示了近期治理措施的影响。 若要探究更长期的

历史互动如何塑造政府的信息治理措施以及反对派的回应, 有必要在后续研究中构

建一个多阶博弈模型。

本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贡献和现实意义。 在理论层面, 既有关于信息治理措

施如何影响国内冲突的研究往往局限于个别案例或特定类型国家尤其是非西式民

主国家, 过于强调其对言论自由的负面影响, 却忽视了信息治理作为一种政府治

理手段的普遍性以及政府实力在这一过程中的核心调节作用。③ 本文通过构建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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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Jennifer Earl, Thomas V. Maher and Jennifer Pan, “ The Digital Repression of Social Movements, Protest,
and Activism: A Synthetic Review,” DOI: 10. 1126 / sciadv. abl8198.

Nils B. Weidmann and Espen G. Rød, The Internet and Political Protest in Autocracies, 2019; Jan Andrzej
Rydzak, “A Total Eclipse of the Net: The Dynamics of Network Shutdowns and Collective Action Responses,” pp. 123-
170.

Erica Frantz, Andrea Kendall-Taylor and Joseph Wright, “Digital Repression in Autocracies,” pp.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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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模型, 揭示了政府实力是决定国内反对派是否发起抗争的关键因素, 并在实

证研究中将样本扩展至全球国家和地区。 研究发现, 信息治理措施对国内冲突爆

发的影响并非单一的抑制或激化, 而是取决于政府实力的强弱: 在政府实力强的

背景下, 信息治理措施被视为政府实力雄厚且有能力应对反对派抗争活动的信号,

进而抑制反对派的抗争活动; 相反, 当政府实力较弱时, 此类治理措施可能引发

“逆火效应” , 加剧冲突。 未来的研究还可以进一步细化, 从微观或中观层面探索

影响信息治理效果的具体条件。 此外, 既有研究多聚焦于信息治理措施直接干预

信息传播以阻碍抗争活动的机制 (即信号模型中的参数 α) , 而本研究在此基础上

着重探讨了信息治理措施作为政府实力和态度信号的间接作用。 这意味着信息治

理措施不仅直接加剧了信息不对称并提高了组织集体行动的成本, 还能作为一种

威慑手段, 间接影响反对派的抗争决策, 从而丰富了对信息治理复杂影响机制的

认识。

这一研究发现的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首先, 本文通过探讨政府实力在

信息治理措施对国内冲突影响中的调节作用, 明确指出决定信息治理措施能否有效

遏制冲突的关键因素在于政府实力与政权稳固性, 而非政治制度的简单划分。 这一

发现挑战了部分西方学者关于信息治理措施在非西式民主国家中必然产生负面影响

的片面观点,① 揭示了即便是在西式民主国家中, 若政权根基不稳、 国家能力脆弱,

信息治理措施也可能成为触发更为激烈社会抗争和冲突的催化剂。 因此, 与政治制

度价值层面的评判相比, 更为迫切和务实的议题应是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和政权的

稳定性。 其次, 本研究为审视信息治理措施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提供了新视角。 与

以往静态分析信息治理效果的研究不同, 本文构建了一个涵盖政府、 反对派和信息

治理措施的信号博弈模型。 这一模型揭示了信息治理措施的效果是高度动态且复杂

的, 会随着双方行为偏好的变化以及对彼此策略的认知深化而不断演变。 可见, 一

味地增加或减小信息治理措施的力度并不能实现预防冲突、 维护社会稳定的最优效

果。 政府需要综合考虑多种情境因素, 深入理解反对派的偏好与行动策略并据此灵

活调整信息治理措施。

(截稿: 2024 年 12 月 　 责任编辑: 郭 　 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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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Tiberiu Dragu and Yonatan Lupu, “Digital Authoritarianism and the Future of Human Rights,” pp. 991-1017;
Andrea Kendall-Taylor, Erica Frantz and Joseph Wright, “ The Digital Dictators: How Technology Strengthens Autocra-
cy,” Foreign Affairs, Vol. 99, No. 2, 2020, p. 103.


